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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青年干部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基于中部地区农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刘凤萍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趋势。基于中部地区农业型

村庄青年村干部治理实践的田野调查发现，村干部队伍中存在一部分中坚青年干部，他们不仅改变了村治主体

结构，同时也影响了村庄内部治理生态。制度性吸纳、在地化培养与多重性激励共同构成中坚青年干部治村的

现实基础。中坚青年干部群体能够更好地适配治理事务的政务化与服务化、治理过程的规范化与文牍化等基层

治理转型带来的新变化，并且在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与助力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正向的治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乡村治理绩效的提

升。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中坚青年干部的引擎功能与示范效应，创新培养方式，不断优化个体治理能力结构，

建立更加有效的差异化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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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llage governance of the leading young cadres： 

Why is it possible and what they can do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 in central China 

LIU Fengping 

(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structure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shows a trend of 

becoming younger and more knowledgeabl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young village cadres’ governance 

practice in agricultural villages in central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leading young cadres in the village cadre 

team, which not only changes the main structure of village governance, but also affects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ecology 

of the village. Institutional absorption, local training, and multiple incentive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practical basis of 

the central young cadres governing the village. The group of the leading young cadres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new 

changes brough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uch as the governance affairs’ governance and 

servic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process, and play a positive governance function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for rural governance, promot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rural governance, 

cultivating new rural industries and new formats, and helping villagers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practic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gine 

function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the leading young cadres, we should innovate the training mode and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governance ability, and establish a more effective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 

mechanism. 

Keyword: rural governance; the leading young cadres; 

returning youth 

 

收稿日期：2024－03－2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3JZD003) 

作者简介：刘凤萍（1995—），女，江西赣州人，博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基层治理研究。 



   
   

7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4 年 8 月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 年)》提出“乡

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1]，突出强调了乡

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青年强，则国家强”[2]，突出强调了青年在国家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年和乡

村振兴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青年兴则乡村兴，乡

村兴则国家兴”，参与乡村振兴是青年应当承担的必

然责任与历史使命[3]。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体目标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青

年治理人才是支撑乡村振兴的新鲜血液，也是推动

乡村治理有效的中坚力量。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转

型，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

趋势，越来越多返乡青年加入村干部队伍，成为乡

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接棒者”和“加速器”。 

农村青年干部的治村实践逐渐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议题，已有关于农村青年干部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村干部队伍年轻化现象产生的结构性背

景。从村庄层面来看，乡村治理现代化推动村务内

容服务化、村干部队伍职业化、村务运作规范化，

农村青年的优势得以凸显出来[4]。基层治理事务增

多、治理标准提高、治理资源下沉、治理过程精细

化等对村干部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村

干部队伍出现年轻化趋势[5]。从国家治理能力来看，

年轻人进入村两委干部队伍，离不开国家和各地党

委政府的组织意图和积极推动，也离不开国家政策

红利所产生的经济机会的滋养[6]。 

二是青年担任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择业逻辑。

学者们针对“青年为什么愿意担任村干部”这个问

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主要有四类观点。从制度层面

来看，村庄民主制度运行效果、村干部工资绩效、

政治发展机会[7]等制度环境要素对青年村干部起着

激励作用。从社会层面来看，乡村社会的认同、信

任、网络等村域社会资本会影响青年村干部的留任

意愿，低村域社会资本村庄，青年村干部留任意愿

较低[8]。从家庭层面来看，满足顾家需求是农村青

年将村干部作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青年干部回

流契合了孙辈抚育、赡养老人的家庭基本需求[9]，

可以获得一份有保障性待遇的家庭收入、便于履行

家庭责任、保持家庭成员团聚形态[10]。从个体层面

来看，青年对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的社会认同程度

会影响其职业选择[11]，村庄共同社会记忆建构起的

村庄成员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是青年返乡参与村庄

治理的内在情感动机[12]，闲暇生活、发展预期、荣

誉成就等个人发展需求的满足是青年村干部留任

的主要动力[13]。 

三是青年村干部治村的实践困境与治理后果。

青年村干部面临着话语与权力边缘化的工作困境、

社会与经济收益缺失的生活困境、角色认同脱节与

断裂的身份困境，资源分配结构、村庄内部生态、

角色定位模糊是造成其边缘化困境的原因[14]。青年

村干部发展策略的调整会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

稳定因素，他们将村干部当成“办事员”的职业认

知会导致村级治理悬浮[15]，产生村级治理体系失衡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治理任务导向与自治体系内

卷、价值目标实现与治理场域错位、行政与自治失

衡[16]。从村庄治理体系本身的运转来看，较为激进

的彻底年轻化也会造成“空挂干部”凸显、体系运

转成本巨大的意外治理后果[17]。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分别回答了“村干部为何

出现年轻化趋势”“青年为何愿意返乡当村干部”

“青年村干部面临着什么样的实践困境”“青年村

干部治村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等问题。

可见，学界关于农村青年干部的研究成果比较丰

富，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第一，已有研究

侧重于探讨青年当村干部的意愿，但是青年“愿意

当”村干部，并不意味着青年能够“当得上”“当

得好”“留得住”。对于青年为什么能够当得上、当

得好村干部等内容还可以做进一步探讨。第二，已

有研究侧重讨论青年村干部的实践困境与消极面

向的治理后果，而较少挖掘青年村干部在乡村治理

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面向的治理功能与治理绩效。

基于此，本文以中西部农村地区青年村干部治村实

践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治理场域内青年村干部的

类型划分，探讨“中坚青年干部”治村的形塑机制，

进而讨论这一类型的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产

生的治理功能与治理绩效。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近 3 年来在河南、

湖北、江西等中部地区农村的田野调查，基于案例

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原则，选取了鄂南 T 村、鄂西 W

村、赣南 F 村、豫中 D 村①作为案例源。此外，2023

年 7—8 月前往 4 个村庄开展补充调查，深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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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工作生活的场景中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度访

谈了青年村干部、乡镇干部、返乡创业青年、村民

等 30 余人，获取了大量青年村干部②治村行为的一

手资料和数据。鄂南 T 村、鄂西 W 村、赣南 F 村、

豫中 D 村均属于中部地区农业型村庄。T 村现有村

两委干部 5 人和后备干部 2 人，其中青年村干部有

4 人。W 村现有村两委干部 4 人、后备干部 2 人和

专职聘用干部 1 人，其中青年村干部 3 人。F 村现

有村两委干部 7 人和专职聘用信息员 2 人，其中青

年村干部有 6 人。D 村现有村两委干部 5 人，其中

青年村干部有 3 人。可以看到，4 个村庄的村干部

队伍结构都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特征。因此，本文

以中部地区 4个农业型村庄的青年村干部治理实践

为样本案例，发掘“中坚青年干部”治村的形塑机

制及其功能实践与治理绩效。 

二、“中坚青年干部”：基层治理与乡村振

兴的青年主体力量 

以田野中亲身感知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依

据，在与既有知识进行对话、反思既有认知的基础

上，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对经验事实进行

概括和抽象处理，提炼出新的概念，形成学理化的

表达，是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路径[18]。“中坚青

年干部”正是遵循这一建构路径所提炼出来的概

念，其建立在广泛的农村治理实践经验和既有关于

“中坚”主体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用于分析青

年村干部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和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可能发挥的功能性作用。 

（一）概念涵摄：基层社会领域的“中坚”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针对基层治理问题建构

了诸多原创性概念，要推进基层治理研究概念的体

系化建构，必须以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为纽带将零

碎的、孤立的“概念孤儿”联结起来，形成体系化、

系统化的“概念家族”[19]。在乡村社会领域，学者

们提出了一系列“中坚+”等描述治理主体的描述

性与解释性概念。“中坚”指的是集体中坚强有力

且起主要作用的部分，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学概念。 

贺雪峰从农民分化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了

“中坚农民”的概念，他认为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

区，村庄社会结构由四类代表性的农户构成。一是

进城户。凭借务工经商获得稳定收入在城市买房定

居，其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主要利益关系

不在村里。二是半工半耕户。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

经商，家中年龄较大的成员留村务农，这种“以代

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最为普遍。三是中

坚农民。留村的青壮年农民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

植和养殖，开商店卖农资，当农村经纪人、手艺工

匠、村干部等各种获利机会，获取不低于外出务工

的收入。四是老弱病残户。家中没有青壮年劳动力，

老弱病残农民无法从承包地之外获得其他收入。其

中，中坚农民是村庄公共品供给最积极的参与者、

维护村庄秩序的最重要的骨干、村组干部最重要的

后备人选[20]。 

许多学者围绕“中坚农民”进行了相关问题研

究，探究中坚农民的培育困境与路径、中坚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功能等议题。同时，基于原有

概念进行拓展、延伸和细化，不断建构出新概念。

夏柱智从青年研究的视角提出“中坚青年”的概念，

探讨青年中坚农民的类型、功能与形成条件，以及

该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参与路径与机制[21]。李华胤

从治理有效的视角提出“治理型中坚农民”是具有

较高参与意愿、较强参与能力和正向、积极性治理

特质的中坚农民[22]。除了“中坚农民”外，贺雪峰

用“中坚干部”形容当前农村工作中最有工作能力、

最了解情况、最能与群众打交道且实际上也大多继

续冲在农村工作第一线的乡镇干部群体[23]。金江峰

则着重从治理动力和治理经验两个特征描述乡镇

的“中坚干部”，并探讨了这一类型干部在乡镇组

织运转、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实践[24]。在

融合农民、青年、干部等中坚主体元素的基础上，

李海金等提出“中坚青年干部”概念，特指农村基

层社会中能够凭借强责任认知与强治理能力，有效

改善乡村治理绩效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青年村

干部群体[25]。上述“中坚”主体联结成一个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家族”，共同构成基层社会治

理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图 1）。 

 
图 1 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坚”主体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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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坚青年干部”：概念特征与类型划分 

学界已有关于“中坚青年干部”的概念强调青

年村干部的责任性与能力性特征。其中，责任性主

要指青年村干部应具备较高的责任认知与责任意

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性责任认知，

应认识到自身作为上级政权组织的代理人，必须承

担起落实上级政府部署安排的行政责任；二是治理

性责任认知，应认识到自身作为村庄的当家人，必

须承担起回应村民公共服务需求、满足村民公共利

益期盼的治理责任；三是发展性责任认知，在乡村

振兴与项目进村的背景下，应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

源，为村庄注入发展要素。而能力性主要指青年村

干部应具备较强的治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履职能力，应正确履行村干部岗位职责、

完成常规性工作。二是回应能力，应及时回应村民

提出的各种正当的与合理的诉求、有效做出回应；

三是发展能力，个体层面强调其不断学习积累治理

经验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组织层面强调其作为自治

组织成员带动组织整体与其他成员共同发展与提

升的能力，村庄层面强调其捕获村庄发展机遇、实

现村庄发展目标的能力。概言之，责任性与能力性

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识别中坚青年干部的两个关

键性特征。 

在中部地区 4 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前农

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日趋复杂，从其日常履职表现

与治理行为来看，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老干

部，年龄一般在六十岁以上，通常拥有几十年的村

干部工作经历，担任过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干部，有

的是长期担任村干部，有的是退休以后成为村里的

返聘干部。老干部思想觉悟比较高，忠于党和国家，

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做事公道正派，善于调解

矛盾纠纷，在村民当中的口碑比较好。第二类是“老

油条”干部，年龄大多为四五十岁，拥有 10 年左

右的工作经历，处事圆滑、作风散漫、好为人师，

喜欢在年轻干部面前指手画脚，将自身职责范围内

的事情推脱给年轻人，善于责任“甩锅”，对于村

民的诉求只承诺却不落实，在村民面前总是维持着

老好人的形象。第三类是中规中矩型干部，主要是

村里的一些中年干部和刚入职的年轻干部，尤其是

部分妇女干部。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不突出，做事比

较中规中矩，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创新意识不强，

但是能够在规定时间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第四

类是中坚青年干部，主要是村里的一些青年村干

部，年龄大多为二三十岁，拥有 2~5 年的工作经历，

个人能力在培养过程中不断提升，富有活力和创新

精神，善于接受新事物，现代化办公能力强。中坚

青年干部属于青年村干部当中的积极分子和中坚

力量。 

从中坚青年干部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可划

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本土型”中坚青年干部，指

的是拥有本村户籍且土生土长，但因求学或工作等

原因离开村庄而后返乡的中坚青年干部。他们在返

乡时往往带着发展建设家乡的情怀和责任感，凭借

原有的血缘纽带与地缘关系，以及从小在本村成长

和生活的经历可以很快地融入本村社会，并在兼业

化过程中实现经济关系的拓展与社会资本的积累。

“本土型”中坚青年干部主要从事规模种植和养

殖、农村电商、家电销售维修等技术含量相对较高

的副业，借助村干部平台可以优先掌握政策优惠与

市场信息，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获利机会，

保证个体在乡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二是“嵌入

型”中坚青年干部，主要指没有本村户籍或不熟悉

农村生活场景和生产生活秩序的中坚青年干部，包

括大学生村官和嫁到本村的外地媳妇青年女性干

部。大学生村官刚毕业，凭借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层层选拔与考核，加入村两

委班子。随着聘用期满，大学生村官会抓住乡镇事

业单位的定向招聘机会，向上流动。作为外地媳妇

的青年女性干部往往是跟随丈夫的发展轨迹，为了

照顾父母、教育子女、保持家庭团聚而返乡，其丈

夫在乡创业逐渐稳定之后，她们选择担任村干部以

进一步减轻家庭负担。“嵌入型”中坚青年干部由

于个人职业预期或家庭发展周期可能存在不稳定

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三、何以可能：“中坚青年干部”治村的

形塑机制 

中坚青年干部为什么能够“当得上”“当得好”

“留得住”？从鄂南 T 村、鄂西 W 村、赣南 F 村、

豫中 D 村等 4 个村庄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坚青年干

部治村的现实基础与形塑机制主要包括制度性吸

纳、在地化培养、多重性激励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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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性吸纳：国家政策导向与选任制度

创新 

为了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需求，各地方

政府与基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工作举

措推进村干部队伍结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村干部选任制度进行适应性

调整，从选任标准、选任程序、选任方式等方面创

新村干部选任机制。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是村民自治

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奠定了村干部选任制度的基

本架构[26]，而各地推行的大学生村干部制度、农村

后备干部制度、村务专职聘用制度等多元化的选任

制度则为吸纳青年进入村干部队伍提供了多样化

的制度渠道。 

大学生村干部选聘一般以县（市、区）为单位，

由县（市、区）委组织部或人社局组织实施。2023

年江西省各县（市、区）以不同名目与形式选聘大

学生村干部，如“乡村振兴大学生专职村干”“大

学生基层专干”“一村两名大学生头雁工程”等。

选聘条件、程序与待遇等大同小异，年龄需在 30

周岁及以下，取得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要求本

人、配偶或父母具有招聘县户籍，聘期为 2~3 年，

基本工资 3000 左右，其工资报酬与福利待遇支出

费用由县、乡财政共同承担，服务期满后可参加乡

镇事业单位定向招聘。农村后备干部制度主要通过

行政选拔与干部举荐两种方式供给村级后备干部。

干部举荐指的是在职村干部或者退休老干部借助

社会关系网络发掘优秀青年人才，在综合考虑年

龄、学历、家庭情况、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对其进行

充分动员，并将其推荐给村两委。但随着农村后备

干部制度的规范化和常态化发展，干部推荐方式产

生的后备干部也要经过行政选拔的程序才能进入

后备干部库。 

案例 1：LB，男，1989年出生，大专学历，赣

南 F村党支部书记。2016 年由老干部推荐成为村里

的实习村干部，近 2年的实习经历让他逐渐熟悉群

众工作，2018 年，经由乡镇政府推荐、党员民主选

举，他成为村支书。在担任村支书期间，LB积极落

实精准扶贫帮扶政策，发展扶贫产业基地，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2020年 4月成功带领 F村脱贫摘帽。

2021 年，LB 再次当选村支书，积极推动乡村振兴

与乡村建设，成为村民普遍信任的带头人。 

村级后备干部的行政选拔一般以乡镇为单位，

由乡镇党委或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镇政府会根据

各行政村的村干部退休、辞职和空缺等实际情况，

定期面向全乡镇公开选拔招录村级后备干部。村级

后备干部的选拔程序与大学生村官相似，可能会额

外安排计算机操作考试环节。选拔条件包括具有本

村户籍、高中及以上学历，能熟练使用电脑，年龄

为 18~35 周岁，同时还规定三代以内直系、旁系血

亲以及近姻亲关系不能在村两委班子任职。在鄂南

T 村，成为村级后备干部是青年成为村干部的一条

必经之路，7 位村干部中有 3 位是乡镇政府选聘的

村级后备干部，其中 1位已经转正成为村总支委员。

T 村后备干部 DSY 说道： 

“只有正式干部的职位空出来了，比如说辞职

或退休，我们才有机会转正，像我已经在村里干了

快 4年还是后备干部，不过我们书记也差不多快到

退休年龄了，到时候应该就有机会转正了。”（访谈

编号：LFP20230325DSY） 

此外，村务专职聘用制度则是青年加入村干部

队伍中的另一种制度渠道。为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进一步提升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等基层阵地的管理效能，基层政府推行村务

专职工作者聘用制，即为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数量的

行政村招聘村务专职工作者。专职工作者类型包括

“文明实践员”“党建宣传员”“乡村振兴助理员”

等，这些专职工作者均属于合同制工作人员，年终

由乡镇政府进行考核，在服务期内考核优秀的可以

优先推荐为村两委干部。如赣南 F 村于 2021 年聘

请了 1 名“乡村振兴信息员”和 1 名“党建宣传员”

协助村两委从事乡村振兴信息管理与党建宣传事

务，两人都是留守在村全脱产工作的青年女性。可

以看到，基层政府在村干部选任制度结构上的优化

与创新形成了对青年人才的制度性吸纳，为返乡青

年嵌入乡村治理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行动机制，也为

中坚青年干部治村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 

（二）能力习得：在地化培养与社会关系再嵌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深入推进，村干部不

仅要对接各个条线部门自上而下的大量行政业务，

还要处理因政策执行、项目落地产生的利益关系调

整、矛盾纠纷调解等衍生治理事务，同时还要积极

捕捉发展机会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以助推乡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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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兴旺。在治理事务行政化转向和治理目标发展性

导向的背景下，乡村有效治理对于村干部的治理能

力结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村干部同时具备处理

行政业务的履职能力、做好群众工作的回应能力、

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能力等。青年村干部的治理能

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持续的治理实践中不断

习得和锤炼出来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与村庄通

过在地化培养方式能够推进中坚青年干部治理能

力的提升与社会关系的再嵌入。 

一方面是乡镇实施的年轻干部特色培育计划。

乡镇政府在国家与地方政府政策引导下充分发挥基

层自主性，结合当地实际针对青年干部制定特色培

养计划。鄂南 T 村所在乡镇针对基层年轻干部制定

了《年轻干部“蹲苗计划”实施方案》，打造了年轻

干部培养的精品工程。从 2021 年开始，乡镇政府先

后将村（社区）44 名年轻干部纳入培养计划，每季

度定期举办“百川讲堂”“标兵课堂”培育先进典型，

实行 100%轮岗交流，组织镇村年轻干部开展双向跟

班锻炼，记录成长日志。鄂西W 村所在乡镇则针对

村级后备干部制定了专门培养计划，通过数目字管

理建立后备干部人才库，分门别类、精准施策，围

绕政治理论素养、业务工作能力、职业技能提升等

方面开展针对性培训，分批组织后备干部到大专院

校、党校进行学习。同时，开展顶岗实践与挂职锻

炼，安排后备干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和村两委分工，

分批组织他们到镇政府、镇外优秀村、市直部门挂

职锻炼。W 村党支部书记 HPH 表示： 

“我们村里的后备干部刚来村里的时候对农

村工作不太熟悉，经过 2年多的培养后，各方面能

力都有所提升。本身他们有一定的基础，学习能力

也比较强，再加上乡里的重视和村里的锻炼，成长

很快，其他还需要加强的就是应该多跟群众沟通交

流。”（访谈记录：LFP20230401HPH） 

另一方面是村庄实行的青年干部包组联户培

养模式。基层自治组织为了提升治理效率，往往调

整治理单元结构形成新的治理层级，再造社区属地

化管理[27]。包组联户就是让青年干部负责由相邻的

多个村民小组形成的片区，通常青年干部的居住地

就在该片区，治理内容包括条线部门下沉的各项行

政事务和村民因内生需求产生的自治事务；同时，

还需要联络和关照所负责区域内的一个或多个特

殊农户，包括纳入防返贫检测信息系统的监测户、

五保户、低保户、残疾人户、脱贫户等。赣南 F 村

共有 45 个村民小组，分布在 4 个自然村，青年干

部单独负责 3~4 个村民小组和联系 2~3 户特殊农

户，其中 2 位村务专职聘用干部则辅助正职村干部

完成包组联户工作，需要走到田间地头、深入农户

家中，推进政策宣传、信息采集、纠纷调解、项目

落地等工作。青年干部在分管工作和包组工作中需

要直接与群众打交道，能够慢慢减少对于乡村社会

的疏离感和陌生感，逐渐与村民建立紧密的社会关

联，积累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关系再嵌入。 

（三）参与动力：多重性激励与基层治理稳定性 

“要让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愿意留在乡村、投身

乡村发展和建设，关键是要顺应他们不断成长的主

体性自觉及满足由此带来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28]。

青年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与

中坚力量，其稳定参与是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和

助推乡村有效治理的前提。激励是影响青年村干部

职业稳定性与留任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也是青年

村干部持续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基础。根据激励因

素的来源，可以将其分为制度性激励与非制度性激

励两种[29]，不同的激励手段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激励

效果。正是多重性激励机制的存在使得中坚青年干

部能够“做得下去”“留得下来”，从而保证基层治

理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制度性激励因素来源于行政系统内部，依托于

正式制度、管理体制、组织程序等，具有稳定性、

规则化、统一性的特征。调查发现，中坚青年干部

的制度性激励具体包括职业化的工资待遇、类科层

化的职级晋升空间和其他政治发展机会。村干部的

工资待遇一般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福利待遇

与工作补贴，不同农村地区的村干部工资待遇存在

差异。如鄂西 W 村的村干部工资薪酬来源于上级

财政转移支付和村集体经济收入。2022 年，T 村集

体经济收入将近 40 万元，当年村支书的工资为 8

万元左右，包括后备干部在内的其他村干部的工资

则是在 6 万 ~7 万元。每位村干部的工资构成中，

上级财政转移支付部分均为 3.5 万元，其工资待遇

差别体现在村集体经济收入部分。类科层化的职级

晋升空间就是在村级组织内部层级体系的晋升路

线，青年村干部一般会经历 后备干部—一般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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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职干部—主职干部的晋升路线，但这样的晋升

顺序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优秀的青年村干部服务期

满后会直接参与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此外，还有向

上发展的政治机会，许多地方都会设置面向村级后

备干部的乡镇公务员或事业编的定向招录计划。基

层工作经历能够给青年村干部带来更多的工作机

会，为其报考事业编、公务员进入更高的行政层级

铺路。 

非制度性激励因素则来源于行政系统之外，依

托于市场理性、社会习惯、价值认同等，具有不确

定性、非规则化、差异性的特征。中坚青年干部的

非制度性激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乡村经济

机会带来的经济性激励。中部地区农村的村干部职

业化程度并不高，办公时间相对自由，中坚青年干

部普遍都存在兼业情况，通过捕获各种农业经济机

会与非农经济机会提高经济收入。如赣南 F 村的村

委委员 ZGL 所经营的家电生意就非常红火，村民

要安装电信网络、购买手机或电话卡、取寄快递都

会找他。 

案例 2：ZGL，男，33 岁，大专学历，赣南 F

村的村委委员。2019年进入村两委班子，现负责人

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文化宣传、村务微信管理

等工作。4 年前，他在村委会大楼旁边经营了一家

商店，业务从普通的家电销售，拓展到手机电脑销

售维修、电信业务办理、监控安装和快递代领代发，

工作性质让他能够经常与村民接触，了解和回应村

民的想法与诉求，赢得村民的信任。 

第二，村干部类体制化身份带来的声誉、信任、

认同等社会性激励。中坚青年干部作为乡村政治精

英，具有类体制化的干部身份。公共身份是声望资

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

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30]。同时，在乡村治理

过程产生的良好治理绩效还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

的社会信任、认同和权威。第三，保持家庭生活完

整、个体相对自由的情感性激励等。中坚青年干部

大多已经成家立业，需要承担照顾父母、教育子女

的家庭责任，他们在实现县域城镇化的情况下能够

在县域范围内保持家庭生活完整，与城市生活相

比，在乡村还能拥有相对平静自由的闲暇生活。豫

中 D 村的青年干部 CHJ 说道： 

“之前在城市里工作，压力大得很，物价也贵，

在村里工作挺好的，村民都比较朴实，只要把道理

讲顺，他们都会支持我们的工作。有的干部还在县

城买了房，孩子在那边上学，周末就回县里看看孩

子。”（访谈记录：LFP20230703CHJ） 

四、何以可为：“中坚青年干部”治村的

功能实践 

中坚青年干部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出什么

样的治理效能？具有哪些治理功能？从 4个村庄的

调查来看，中坚青年干部群体具有独特的治理特质

与明显的能力优势，其治理功能主要表现在实现角

色适配、提升数字效能、推动产业发展三个方面。 

（一）实现角色适配：行政化倾向与有效适应

基层治理转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

下，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正在快速推

进，大量基层事务被纳入国家治理范畴，与此同时

国家通过技术化手段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规范化

建设和管理，由此产生了基层治理行政化倾向。相

比于其他中老年村干部，中坚青年干部在乡村治理

过程中能够凭借独特的人力资本优势更好地适配

基层治理转型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更好地适配治理事务的政务化与服务化倾

向。在推进服务型政府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

设要求下，上级条线部门将一些原本由乡镇负责的

业务向村庄转移，许多公共服务项目下沉至村一级。

村级组织的常规性行政任务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村庄普遍成立党

群服务中心，开设柜台式服务窗口为村民提供一站

式服务，这就需要村干部具备一定的服务意识。中

老年干部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管理理念”层面，

中坚青年干部的城市化经历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服

务本位”的治理理念，同时，他们也能够凭借较强

的执行力快捷高效地处理各种行政业务和政务服

务。在 4 个村庄的调查发现，村党群服务中心都建

有便民服务大厅，并且村干部之间形成了内外有别

的分工趋势，即熟悉电脑办公、业务流程的青年干

部一般在大厅坐班，为村民办理业务和提供便民服

务；中老年干部则是经常出“外勤”，协调村里的各

项工作事务。但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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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干部在面对自身分管工作和村庄重点工作时也

需要内外结合地开展工作，无论内外他们都具有更

强的服务意识与更高的工作效率。 

二是更好地适配治理过程的规范化与文牍化

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大量政治任务的中心工作下沉，国家资源

下乡带来了规范下乡、程序下乡和督查下乡，村干

部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范完成上级交办的任

务[31]。此外，他们还需要频繁接受各种考核和准备

迎检，过程管理导向的考核方式强调过程规范与办

事留痕。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文书档案管理原则作

为行政行为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重要体现，

凸显了国家将治理对象抽象化为文档、图表、数字、

影音等可视化材料的思维特征，蕴涵了“简单化”

的治理逻辑[32]。在政策执行和项目推进过程中产生

的可视化材料能够证明过程管理的规范性，成为应

对检查考核的重要佐证材料。中坚青年干部具备一

定的知识基础，解读中央政策的水平较高，政策文

本转译能力较强，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档

案整理能力，能够在撰写和整理工作总结、汇报材

料、留痕台账等应对上级检查考核方面发挥自身能

力优势。豫中 D 村的村党支部书记 CFH 表示： 

“国家政策好，我们要面对的工作任务也越来

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前几年国家要我们搞厕所

革命、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现在又要我们搞乡村

振兴、基层党建、人居环境整治，这些都是重点工

作，动不动就要搞工作总结和汇报，还有七七八八

的考核检查，要是没有村里的这几个年轻干部，我

们 是 真 的 应 对 不 过 来 。”（ 访 谈 编 号 ：

LFP20230702CFH） 

（二）提升数字效能：平台化建设与推进技术

赋能乡村治理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方

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以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逐渐向农村覆盖延伸，建立在

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基础上的数字乡村平台推动了

农村生产、生活与治理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在乡

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有更高数字素养与更强数

字技能的农村青年精英作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者、

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和信息资源的推广者”[33]，在乡

村数字生活、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中起到

非常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能够引导村民连接网络

虚拟数字空间，帮助他们融入数字化生活、进行数

字化生产活动和实现数字化参与，产生“鲇鱼效

应”。作为农村青年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坚青

年干部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储备、互联网技能、数

字素养，在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过程中能够充分发

挥自身技术性与数字化优势，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

平台建设，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不断提升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一方面，从数字治理的平台来看，中坚青年干

部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基础办公软件，凭

借基础数字技能和学习适应能力可以快速学会各

种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操作与使用，并对其进行日常

运营维护与信息资源更新。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

的数字化治理平台能够将乡村各种信息资源进行

整合与管理，是重塑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的重要手

段和工具。从调查结果来看，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

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全国或者省域范围内建立在

网站系统大量信息数据统计基础上的大数据平台，

如“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

统”“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信息平台”；二是

市域或县域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广的建立在钉钉、微

信或自主开发的 App 或微信小程序等基础上的村

务服务平台，如鄂南 T 村所在县级市推行的“Y 市

一家亲”和赣南 F 村所在县城推行的农村人居环境

“万村码上通”；三是村庄内部建立在自媒体社交

平台基础上的交互式群平台，4 个村庄都建有村务

微信群或 QQ 群，其中鄂西 W 村的村务议事群最为

活跃，村民反映的问题也能快速得到回应。无论是

哪种类型的数字化治理平台，中坚青年干部都在其

中起着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从数字治理的主体来看，中坚青年

干部能在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推广和使用过程中提

升中老年村干部和村民的数字素养，培育村级组织

数字治理能力，实现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参与。数字

治理平台的治理主体主要包括县级政府、乡镇干

部、村干部和村民，中老年村干部和部分村民对数

字技术、数字空间和信息资源还比较陌生，所以，

数字化治理平台在村庄初始运行阶段可能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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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排斥”现象。自上而下推行的数字化治理平

台要在村庄范围内广泛推广和运用，不仅需要以村

干部为代表的平台管理者熟悉平台的操作指引和

功能板块，还需要村民用户包括外地村民与在地村

民能够熟练使用平台，与乡村干部进行沟通交互、

问题反馈等。在平台推广过程中，中坚青年干部通

过组织培训、宣传动员、示范操作等方式进行数字

化实践演示，逐步培养中老年村干部和在地村民的

数字思维与素养，同时将外地村民一并吸纳进数字

空间中共同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鄂南 T 村的

村民 DHP 表示： 

“我们村的年轻干部到我家里来，帮我安装

‘一家亲’App，还教我怎么上传图片和文字，查

看村里公开的信息内容，向村干部反映问题，我感

觉这个 App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便利，不用出门就可

以知道村里的很多信息，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路边

有垃圾，随手一拍就可以发到上面，村里很快就会

安排人来打扫干净。”（访谈编号：LFP20230326DHP） 

（三）推动产业发展：新业态培育与助力村民

实现共同富裕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各种惠农政

策、项目资源密集下沉，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

技术、信息等发展要素汇聚到乡村，为乡村发展带

来了更多新的机遇。国家政策红利带来的“乡村建

设累积效应”[34]和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改善吸引了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新生代农村青年是其中

的主力军，这部分返乡青年成为推动各种发展要素

在县域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重要载体。曾在大城市

求学、工作和生活过的返乡青年在创新思维、价值

理念、文化资本和创业技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多会选择和新经济、新服务、

新模式有关的绿色行业，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产

品种植、养殖、售卖、民宿、文创等领域[35]。返乡

青年群体在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乡村

新兴产业的发展中逐渐呈现出显性在场的特征，而

培育壮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也离不开这些内生的

青年主体力量。调查发现，中坚青年干部治村过程

中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着重表

现在推动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上，主要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兼业化的中坚青年干部以家庭为单位从事

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有关的副业。中坚青年干部以村

干部为主业，需要在主业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从事副业，一般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帮衬和照管。

他们所从事的副业以农家乐、乡村民宿、规模种植养

殖等为主，经营副业不仅为他们自己带来了额外的经

济收入，也能够促进村庄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第二，中坚青年干部依托村社组织推动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模式和业态创新。他们将现代经营理念

嵌入乡村治理，形成“经营村庄”的理念，为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建言献策，鼓励村社组织成立合

作社或者公司，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

新业态。如鄂南 T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几位青年村干

部的建议和筹措下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探索建

立了“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

通过土地流转、产业项目资金发展了 80 亩蔬菜大

棚、30 亩稻虾养殖基地、10 亩荷鱼共养立体养殖

池，并且通过向上申请乡村微景观改造项目打造了

特色田园风光，形成了集休闲农业、循环农业、生

态农业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在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同时，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第三，中坚青年干部为其他从事乡村新产业新

业态的返乡创业青年牵线搭桥和提供最新的政策、

市场信息。中坚青年干部与其他返乡青年具有共同

的个体特征与群体特征，容易产生同理心与认同

感，在返乡青年创业过程中能够借助自身治理资源

为其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豫中 D 村的返乡青年

LG 于 2019 年返乡创办了一家电商产业有限公司，

采用“电商+工厂+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领

当地的农民参与种植绿色农产品，累计帮助 800 多

人销售农副产品。D 村的青年村干部积极为 LG 申

报“返乡创业之星”“优秀青年人才”，帮忙撰写申

报材料和向上报送资料，同时将产业发展类政策、

创业扶持类政策一一传达给他，为他争取政策、项

目和资金支持。可以看到，中坚青年干部作为返乡

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自己干”、

推动“村集体干”、帮助“返乡青年干”等方式培

育和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五、结论与启示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背景下，全国各地农

村普遍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技术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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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青年村干部群体的治理困境与消极治理后果

的同时，更应该关注青年村干部的治理优势与治理

功能。本文通过对鄂南 T村、鄂西 W 村、赣南 F村、

豫中 D 村等中部地区农业型村庄青年村干部治村实

践的调查发现，村干部队伍中存在一部分中坚青年

干部，不仅改变了村治主体结构，同时也影响了村

庄内部治理生态。中坚青年干部治村具有一定的制

度社会基础，村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导向与村干部选

任制度的多元化形成了对青年的制度性吸纳，基层

政府与村庄的在地化培养促进了青年村干部治理能

力的提升与社会关系的再嵌入，各种制度性与非制

度性激励因素的存在使得青年村干部能够“做得下

去”“留得下来”。中坚青年干部群体能够更好地适

配治理事务的政务化与服务化、治理过程规范化与

文牍化等基层治理转型带来的新变化，并且在推动

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

治理、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与助力村民实现共同

富裕等方面发挥积极正向的治理功能及效应，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助推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 

在中部地区农业型村庄要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

持续改善，应继续发挥中坚青年干部的引擎功能与示

范效应。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对中坚青年干部的培养力度，不断优化能

力结构，以常态化、制度化的理论学习和在地化、本

土化的实践锻炼提升个体能力，从而强化基层组织治

理能力。第二，从职业化保障、制度化晋升等方面完

善村干部激励体系，以维系中坚青年干部在村在岗的

动力，从而保证基层治理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第三，

发挥中坚青年干部在农村青年群体中的团结凝聚作

用，利用自媒体平台拓展地缘关系网络，带动更多的

年轻人回到乡村，将在村发展的个体青年组织起来，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与组织振兴。 

注释： 

① 依循学术研究惯例，本文对文中所涉及的地名、人名都

做了相应的技术化处理。 

② 这里的青年村干部指的是不超过 35周岁的村干部，既包

括经由民主选举程序的正式村干部，也包括公开选拔的

村级后备干部、公开招聘的大学生村官和村务专职聘用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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